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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张顺民  李柯蒨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杭州 310058) 

摘  要  拖延行为常常阻碍个人、企业和政府按时完成既定任务, 妨害了人们的工作、学业以及疾病防治等

方方面面。自我控制是自主减少拖延行为的主要能力, 但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认知资源。探明自我控制的作

用机制有助于更高效地减少拖延行为。然而, 由于缺乏合适的认知机制理论和脑成像实验范式, 国内外研究多

从现象层面探索自我控制、拖延行为和神经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提出的“时间决策模型”通过揭示人们

如何做出拖延决策, 为认知机制的研究和脑成像实验范式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基于时间决策模型中“现在

做还是以后做”的决策机制, 本项目拟: (1)结合横向和纵向研究, 考察自我控制作用的认知机制及其稳定性;  

(2)开发拖延的脑成像实验范式, 结合多模态 MRI 技术, 揭示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神经基础; (3)利用神经

刺激技术, 考察“基于自我控制脑区的神经干预”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成果有望为拖延行为提供更加综合

的理论框架和新的干预方案。 

关键词  自我控制, 拖延行为, 延迟折扣, 认知机制, 神经基础 

分类号  B848 

1  问题提出 

拖延行为妨碍着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Klingsieck, 2013), 包括工作(Metin et al., 2018)、

学业(Balkis, 2013)、睡眠(Chung et al., 2020)、运

动计划 (Kelly & Walton, 2021) 以及疾病防治

(Sirois, 2015)。数据显示, 65%的成年人至少在生

活的某一个方面受到了拖延的困扰, 而 25%的成

年人则在四个及以上的方面为拖延所苦恼(Hen & 

Goroshit, 2018)。拖延行为不仅困扰着几乎全年龄

段的个体 (Beutel et al., 2016; Ferrari & Roster, 

2018), 还影响着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Steel & 

Ferrari, 2013), 甚至还能够通过遗传和家庭教育

危害到下一代(Gustavson et al., 2014; Khalid et al., 

2019)。由此可见, 探明如何减少拖延行为对个体

与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有望长效地减少拖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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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我控制是人们实现长远目标的一种重要能

力, 但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认知资源(Baumeister 

et al., 2007)。研究显示, 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个体

具有较低的拖延倾向(Przepiórka et al., 2019)。元

分析的结果也证实, 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是预测

拖延行为最主要的人格变量(Steel, 2007; Steel & 

Klingsieck, 2016; Eerde, 2003)。尽管如此, 自我控

制减少拖延行为的机制却仍不清楚。早期的拖延

理论虽然强调拖延是自我控制失败的结果, 但却

并未论述自我控制如何减少拖延行为 (Sirois & 

Pychyl, 2013; Tice & Bratslavsky, 2000)。此外, 早

期的拖延理论由于并不清楚拖延的核心认知机制, 

也难以为研究自我控制如何减少拖延行为提供理

论框架(Zhang & Feng, 2020; Zhang, Liu et al., 

2019; 张顺民, 冯廷勇, 2017a)。因此, 目前的理论

成果尚无法指导如何高效地利用自我控制能力减

少拖延行为(Grunschel et al., 2018; Visser et al., 

2017)。由此可见, 为了高效地发挥自我控制的作

用, 探明自我控制如何减少拖延行为十分必要。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仍不清

楚。由于缺乏合适的实验室范式, 多数研究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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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息态或结构态 MRI 技术考察拖延相关的神经

基础。研究发现个体的高拖延倾向与腹内侧前额

叶(vmPFC)、外侧前额叶(lPFC)等区域的指标异常

有关(Liu & Feng, 2017; Wu, Li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16)。由于 vmPFC 和 lPFC 是负责自我控

制相关能力的主要脑区(Bechara et al., 2006; Tanji 

& Hoshi, 2008)。研究者们推测自我控制可能通过

vmPFC 和 lPFC 减少拖延行为(Chen & Feng, 2022; 

Zhang, Liu et al., 2019)。然而, 由于实验范式的缺

乏, 研究者难以进一步验证这一猜想。少量研究

虽然尝试借助其他领域的任务范式, 但仍然难以

较为生态地模拟拖延行为 (Wypych et al., 2019; 

倪亚琨 et al., 2019)。由此可见, 合适的脑成像实

验范式对于深入探究自我控制减少拖延行为的神

经基础必不可少。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 

2.1.1  拖延早期理论 

情绪调节观点(emotion-regulation perspective)

和时间动机理论(the temporal motivation theory)是

能够较好解释拖延行为的早期理论。情绪调节观

点认为拖延是一种应对任务厌恶的消极策略(Sirois 

& Pychyl, 2013)。这种消极策略的表现为: 明知不

利于长远目标, 仍推迟任务以暂时性地回避执行

任务的负性情绪。另一方面, 时间动机理论认为

延迟折扣效应(delay discounting effect)使人们对

任务远期结果的考虑不足, 从而选择了拖延(Steel 

& König, 2006)。根据延迟折扣效应, 远期结果对

任务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其延迟时间的增加以双曲

线的形式折扣。因此, 个体只有在足够临近截止

日期时才会充分地意识到远期结果的价值, 选择

执行任务。 

2.1.2  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 

时间决策模型整合了情绪调节观点和时间动

机理论(Zhang, Liu et al., 2019; 张顺民, 冯廷勇, 

2017a)。时间决策模型利用决策效用 (decision 

utility)表示执行/不执行任务的意愿强度。决策效

用为正表示愿意执行任务; 而决策效用为负表示

不愿意执行。决策效用的数值越大表示意愿越强。 

在某一时间点 t, 执行某任务的决策效用主

要取决于以下两种效用的综合影响:  

(1)过程效用(process utility): 执行任务的主

观体验(愉悦程度/不愉悦程度);  

(2)结果效用(outcome utility): 个体对任务结

果的主观价值(喜欢程度/不喜欢程度)。 

时间决策模型根据过程效用和结果效用对任

务执行的作用确定其符号的正负。过程效用或结

果效用促进任务执行时为正, 而阻碍任务执行时

为负。分析可知, 只有过程效用为负而结果效用

为正时(例如 : 写论文), 推迟任务才符合拖延行

为的定义。此时, 个体的决策效用取决于负性过

程效用与正性结果效用之间的竞争结果:  

(t)

E V E V
  β  

1 Γ D 1 Γ D

 
  

   
结果 结果 过程 过程

结果 结果 过程 过程

决策效用 (1) 

公式 1. 是否拖延的决策效用取决于负性过程效

用和正性结果效用的竞争结果。E 代表期望, V 代

表价值, Г 代表个体对于延迟时间的敏感性。D 代

表延迟时间。其中 D 过程表示任务的延迟时间, 而

D 结果表示是任务执行的时间点 t 与结果兑现日期

的距离。β 表示过程效用与结果效用的作用转换

系数。 

拖延决策模型突显的是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

的矛盾。现在自我不愿意承受任务的负性过程 , 

希望推迟任务; 而未来自我则需要对任务的执行

结果负责, 希望尽早完成任务。考虑立即执行任

务时, 任务过程对于现在自我而言是即时的 , 而

任务结果是延迟的(图 1 左)。此时, 现在自我将会

感受到极高的负性过程效用, 却只能感受到较低

的正性结果效用, 因此不愿意立即执行。而考虑

以后执行时, 由于自利偏差, 现在自我更多地关

注“现在自我的负性过程效用”和“未来自我的正

性结果效用” (图 1 右)。此时, 随着任务被推迟得

越远 , 现在自我所感受到的负性过程效用越低 , 

而预期未来自我所感受到的结果效用会相对更

高。因此, 现在自我会觉得“以后再做”是不错的选

择。目前的研究不仅验证了时间决策模型提出的

现在不做以后再做的认知机制 (Zhang & Feng, 

2020), 也揭示了任务效用评估的神经基础(Zhang 

et al., 2021)。时间决策模型利用决策的视角综合

地阐述了拖延行为的认知机制, 能够为研究自我

控制如何减少拖延行为提供理论框架。 

2.2  拖延的神经基础 

尽管有研究指出: 结合任务态、静息态和结

构态的多模态 MRI 技术(multimod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echnique)进行交互验证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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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效用强度与延迟时间的函数关系 
 

确认更具稳定性的拖延神经基础(张顺民, 冯廷勇, 

2017b)。然而, 由于缺少生态的拖延脑成像实验范

式, 拖延神经基础的探索主要依赖于静息态 fMRI

和结构态 MRI 指标 (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 只有少量的结果得到了任务态的交互验

证。静息态和结构态交互验证的结果主要集中于

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 PHG)、腹内侧前

额叶(vmPFC)和外侧前额叶(lPFC) (Zhang, Liu et al., 

2019)。此外, 大样本的研究还发现前脑岛(anterior 

insula)的灰质体积与个体的拖延倾向存在正相关

(Chen et al., 2019)。随后的任务态 fMRI 研究也交

互验证了这一结果, 发现任务评估时的杏仁核与

前脑岛的功能连接(the amygdala-insula connection)

能够中介负性过程效用对任务拖延的影响(Zhang 

et al., 2021)。 

由 于 海 马 旁 回 是 负 责 预 期 想 象 (episodic 

prospection)的核心脑区之一, 研究者们推测海马

旁回通过预期想象的能力影响拖延行为(Chen & 

Feng, 2022; Zhang, Liu et al., 2019)。利用不同神经

指标和不同模态的脑成像技术, 研究者们都发现

个体的拖延倾向与海马旁回存在关联(Hu et al., 

2018; Liu & Feng, 2019; Zhang et al., 2016)。基于

任务态 fMRI 的研究也确认了海马对拖延行为的

影响(Zhang, Becker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1)。

此外, 海马与纹状体的功能连接(the hippocampus- 

striatum connection)也能够显著地中介任务远期

结果对拖延行为的影响。 

由于腹内侧前额叶 (vmPFC)和外侧前额叶

(lPFC)都是负责自我控制的主要脑区 , 研究者们

推测腹内侧前额叶(vmPFC)和外侧前额叶(lPFC)

通过自我控制的能力影响拖延行为(Chen & Feng, 

2022; Zhang, Liu et al., 2019)。静息态和结构态交

互验证的结果显示 , 腹内侧前额叶(vmPFC)及外

侧前额叶(lPFC)与个体的拖延倾向有着稳定的联

系(Chen et al., 2019; Liu & Feng, 2017; Zhang, Liu 

et al., 2019)。功能连接的结果也显示, 高低拖延个

体的差异集中于腹内侧前额叶(vmPFC)与背外侧

前额叶(dlPFC)之间的功能连接( Wu, Gui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16)。 

2.3  自我控制与拖延行为  

自我控制被认为是帮助个体实现长远目标的

一种能力(Baumeister et al., 2007)。具体而言, 研

究者们认为反应抑制、延迟满足以及情绪调节等

行为都体现了自我控制能力。尽管大量研究都证

实自我控制能够减少拖延行为 (Rebetez et al., 

2016; Steel, 2007), 但自我控制如何减少拖延行为

却仍不清楚。虽然早期理论都强调拖延行为是一

种自我控制失败, 但这些理论并没有进一步论述

自我控制如何影响拖延行为(Steel & Ferrari, 2013; 

Steel & König, 2006)。目前, 脑成像研究只考察了

与个体自我控制能力和拖延倾向同时存在关联的

功能连接(Xu et al., 2021)。该研究发现: 背外侧前

额叶(dlPFC)的功能链接能够中介自我控制能力

对个体拖延倾向的影响。由此可见, 自我控制很

可能通过背外侧前额叶(dlPFC)等区域减少拖延

行为。然而, 由于缺乏拖延的脑成像实验范式, 以

往研究未能深入地揭示自我控制减少拖延行为的

神经基础。 

3  研究构想 

本项目拟采用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作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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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Zhang, Liu et al., 2019; 张顺民 , 冯廷勇 , 

2017a), 从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两个方面系统地

考察自我控制如何减少拖延决策。结合时间决策

模型和自我控制的作用方式(Hofmann, Friese, & 

Roefs, 2009)推测可知, 自我控制可能有三条减少

拖延决策的途径(见图 2)。 
 

 
 

图 2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理论框架 
 

途径 1: 调节负性情绪, 通过降低负性过程

效用减少拖延。 

途径 2: 关注任务结果, 通过增强正性结果

效用减少拖延。 

途径 3: 调控注意分配, 通过决策时更少地注

意负性过程或者更多地注意正性结果减少拖延。 

自我控制的作用途径应该分别对应着不同的

神经模式。当自我控制通过途径 1 作用时, 高自

我控制的个体在效用评估时可能会涉及更强的前

额叶与情绪脑区的拮抗关系 (Morawetz et al., 

2017), 从而形成更低的负性过程效用。当自我控

制通过途径 2 作用时, 高自我控制的个体在效用

评估阶段可能有着更多前额叶脑区与奖赏脑区的

协同(Hare et al., 2009), 从而形成更高的正性结果

效用。当自我控制通过途径 3 作用时, 高自我控

制的个体可能在决策阶段表现出更强的前额叶与

工作记忆脑区的协同作用(Osaka et al., 2004), 从

而间接影响情绪脑区或者奖赏脑区的神经活动。 

3.1  研究 1: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认知机制

及其稳定性 

虽然已有研究证实拖延依赖于对负性过程效

用和正性结果效用的权衡(Zhang & Feng, 2020), 

但自我控制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研究一

将着重揭示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认知机制

(研究 1a), 并检验自我控制作用机制的稳定性(研

究 1b)。 

3.1.1  研究 1a: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认知机制 

研究 1a 拟结合自我控制问卷和拖延决策范

式, 利用模型比较考察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

认知机制。结合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见图 2)可知, 

自我控制能力可能有多种减少拖延决策的途径。

研究 1a 拟通过比较三组模型确定自我控制的高

效途径。模型组一假设: 自我控制通过途径 1、2

减少拖延(即改变过程效用或结果效用)。模型组二

假设: 自我控制只通过途径 3 调节任务效用对拖

延决策的影响权重减少拖延。模型组三假设: 自

我控制可以同时通过途径 1、2 和 3 减少拖延决策。

三组模型下均设有更具体的子模型以考虑各种更

具体的情况。 

自我控制能力通过问卷测量(Tangney et al., 

2004), 而任务效用和拖延决策利用拖延决策范式

测量。拖延决策范式使用被试计划执行的真实任

务事件(例如: 考试复习)以及促进任务执行的主

要远期结果(例如: 取得好成绩)作为个性化的刺

激材料。为了专注研究拖延行为, 本研究拟选取

过程效用可能为负而结果效用可能为正的任务事

件, 收集任务的过程效用、结果效用以及决策效用。 

3.1.2  研究 1b: 自我控制作用机制的稳定性 

研究 1b 将在研究 1a 的基础上, 通过经验取

样法追踪不同自我控制作用方式减少拖延行为的

效果, 从而考察自我控制作用机制的稳定性。经

验取样法是一种纵向数据收集方法, 采用重复抽

样的方式, 多次收集人们在较短时间内对生活中

经历的事件的瞬时评估,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较高

的生态效度(Csikszentmihalyi & Larson, 2014)。本

研究预期每名被试追踪至少 30 天。其中自我控制

方式利用简短的问卷测量。该问卷将考察个体调

节负性情绪、关注任务结果的倾向以及做出拖延

决策的难易度。拖延行为拟通过个体按计划完成

任务的程度进行衡量。此外, 本研究还将询问被

试是否因为正当原因未能完成计划, 以排除特殊

情况的影响。 

3.2  研究 2: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神经基础

及神经刺激 

尽管研究者们推测了自我控制减少拖延行为

的可能脑区(Chen & Feng, 2022; Zhang, Liu et al., 

2019), 但尚未有研究系统地检验这一推测。研究

二将基于时间决策模型开发拖延决策的脑成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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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范式, 结合多模态 MRI 技术深入考察自我控制

减少拖延决策的神经基础(研究 2a); 同时采用神

经刺激技术, 检验基于自我控制脑区的神经干预

减少拖延决策的效果及机制(研究 2b)。 

3.2.1  研究 2a: 多模态 MRI 交互验证自我控制减

少拖延决策的神经基础 

研究 2a 将基于时间决策模型, 开发能够生态

地模拟任务评估(过程效用和结果效用)和拖延决

策的脑成像实验范式并结合多模态 MRI 技术考察

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神经基础。  

由于拖延决策范式依赖于主观报告(Zhang & 

Feng, 2020), 容易引入额外的认知过程, 从而混

淆任务评估和拖延决策的神经活动。因此, 本研

究将操纵目标任务的负性过程效用和正性结果效

用设计新的实验室范式。具体而言, 研究将设置

难度较大但有金钱奖励目标任务, 以及轻松但无

金钱奖励的干扰任务。通过目标任务的难度操纵

负性过程效用, 而通过改变数点任务的奖金大小

操纵任务的正性结果效用。被试可以自由选择目

标任务和干扰任务。当被试选择目标任务时, 可

以认为其选择了“立即执行”; 而选择干扰任务时, 

则认为其选择了“拖延”目标任务。 

在任务态 fMRI 以外, 研究还将结合静息态

和结构态 MRI 交互验证检验结果的稳定性。任务

态 fMRI 将结合问卷测量和拖延决策的脑成像实

验范式确认自我控制减少拖延决策的神经基础 , 

而静息态 fMRI 和结构态 MRI 则通过自我控制问

卷和拖延问卷确认二者共同的神经基础。 

3.2.2  研究 2b: 基于自我控制脑区的神经刺激 

研究 2b 将在研究 2a 的基础上, 利用神经刺

激技术增强自我控制脑区的神经元兴奋性, 考察

作用效果及机制。研究将利用高精度经颅直流电

刺激技术(high-definition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HD-tDCS)刺激自我控制的相关脑区

(例如: dlPFC 或 vmPFC)。采用组别×前后测(实验

组 /对照组×神经刺激前测 /后测 )的被试内设计 , 

考察任务效用和拖延决策的变化。探索神经刺激

的作用有助于了解自我控制的脑区如何改变拖延

决策并且为神经干预提供参考。 

4  理论构建 

时间决策模型(temporal decision model)通过

阐述个体“现在做还是以后做”的决策机制, 揭示

了拖延行为的核心认知机制 (张顺民 , 冯廷勇 , 

2017a)。目前, 时间决策模型对拖延的解释已得到

验证(Zhang & Feng, 2020)。由于揭示了核心的认

知机制, 时间决策模型不仅有助于理解拖延行为, 

也能够为研究不同的拖延影响因素(例如: 自我控

制能力)提供理论框架(Zhang, Liu et al., 2019)。而

拖延行为核心认知机制的揭示也能够为设计更合

适 的 脑 成 像 实 验 范 式 提 供 理 论 指 导 (Zhang, 

Becker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1)。 

在缺少外部监督的情况下, 许多人都有着严

重的拖延行为(Arifiana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0)。作为自主减少拖延的主要能力, 良好的自

我控制对提高学习工作效率而言至关重要。然而, 

自我控制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认知资源(Baumeister 

et al., 2007)。因此, 有必要考察自我控制的作用机

制, 以便高效地减少拖延行为。具体而言, 自我控

制可能有三条影响拖延行为的途径(见图 2)。途径

1: 减少负性过程效用; 途径 2: 增加正性结果效

用; 途径 3: 调节决策时的注意分配, 影响不同效

用在决策中的作用权重。探明自我控制的作用机

制能够为拖延干预的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如果途

径 1 更为有效, 拖延干预应该更多借鉴情绪调节

的训练方案(Eckert et al., 2016)。如果途径 2 更为

有效 , 目标管理的能力训练可能更值得参考

(Gustavson & Miyake, 2017)。如果途径 3 更为有

效, 拖延干预可以更多地考虑针对注意调控的训

练方式(例如: 冥想)。鉴于以往拖延干预研究缺乏

系统的理论参考(Eerde & Klingsieck, 2018), 深入

探究自我控制的作用机制势在必行。 

神经机制的揭示能够加深对自我控制作用机

制的理解。自我控制拥有复杂的内在结构, 难以

从行为层面形象地揭示其作用机制。而认知神经

科学中的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 theories)则能够

提供更为具体的视角(Evans & Stanovich, 2013; 

Hofmann, Friese, & Strack, 2009)。双系统理论认

为大脑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系统分别负责产生冲动

和执行自我控制。总体而言, 双系统理论认为皮

层下的区域, 包括中脑与边缘系统, 负责产生冲

动, 并表征较近未来的快感和苦痛; 而位于前额

叶的区域则负责执行自我控制, 并负责考虑长远

的未来。而自我控制减少拖延行为的机制可以通

过两个系统的具体作用模式更清楚地体现。从应

用角度而言, 神经机制的揭示能够为神经干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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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用靶点。目前拖延的神经机制研究仍多依赖

于静息态与结构态 fMRI (Chen et al., 2021; Zhang 

et al., 2019), 无法提供精细的参照靶点。本项目所

开发的实验室范式将能帮助每名拖延个体定位各

自的神经靶点。随着个性化干预的需求不断增长

(Klingsieck, 2013), 更有针对性的神经刺激有望

成为拖延干预的未来趋势。 

目前拖延领域已经发现了许多影响因素

(Procee et al., 2013)。在任务特征方面, 任务厌恶、

延迟时间、任务的组织结构等都对拖延行为有影

响。在人格特质方面, 尽责性、冲动性、自我效

能感、神经质等与个体的拖延倾向有着稳定的关

联(Steel, 2007)。随着所发现的影响因素增多, 如

何解释众多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成为了一个新的

难题。在时间决策的理论框架中, 各种因素的特

征可以被包含在过程效用与结果效用之中。例如, 

缺乏自主性、挫折感以及无聊感都可能是增加负

性过程效用的任务特征(Blunt & Pychyl, 2000)。而

任务结构则可能通过调节过程与结果的延迟时间

来影响任务的效用评估。各种人格因素也可能通

过影响效用评估从而影响任务决策。例如: 研究

发现高拖延特质的个体可能存在系统的评估偏差, 

他们更倾向于高估任务的负性过程(Lay, 1992)。

此外, 高拖延者对未来结果的预期想象能力确实

比低拖延者差(Rebetez et al., 2016)。由此可见, 时

间决策模型能够为整合众多拖延的影响因素提供

理论框架, 而验证其对自我控制作用机制的预测

也是重要的理论扩展。 

由于缺乏拖延的实验范式, 一些研究尝试利

用跨期选择任务或者反应抑制任务作为替代(Wu, 

Gui et al., 2016; Wypych et al., 2019), 另一些研究

则要求被试报告其对应生活事件的评估或者决策

(Raphaël & Mathias, 2022; Zhang, Liu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1)。然而, 这些方式都难以引发拖

延者回避任务负性过程的心理, 难以生态地模拟

拖延行为。而实验室研究范式的缺乏则长期阻碍

了拖延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例如, 虽然大量研

究显示拖延特质与旁海马、前额叶等脑区有稳定

关联(Chen & Feng, 2022; Zhang, Liu et al., 2019), 

但实验室范式的缺乏却使得研究者难以深入探讨

此关联的机制。本项目拟基于时间决策模型, 开

发出能够揭示拖延决策时神经活动的实验范式。

这一研究范式有望成为未来拖延研究的经典范式, 

推动拖延决策神经机制的探索。 

本项目是将决策理论应用于现实情景的一种

尝试。以往的决策研究往往关注时间、概率等单

一因素的理想化情景。然而, 现实生活往往涉及

多种因素混合的复杂情景(刘扬, 孙彦, 2016; 孙

彦, 2011)。本项目所关注的拖延行为便是如此。

例如, 过程效用与结果效用便对应了“损失”和“收

益”的混合。另外, 由于过程与结果兑现的时间不

同, 此情况也对应了复合时间点的决策情景。从

决策研究的角度而言, 与现实情景的结合也有助

于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例如, 过程效用是持续的, 

而结果效用是相对瞬时的。人们如何编码持续的

奖赏？如何基于此并做出决策？这些问题仍有待

于更深入的研究。 

综合而言 , 本项目将基于时间决策模型中

“现在做还是以后做”的决策机制, 从认知机制和

神经基础两个方面系统地考察“自我控制如何减

少拖延决策”。在理论方面, 本项目能够将自我控

制失败对拖延行为的解释纳入到时间决策模型的

理论框架中。在实践方面, 本项目能够为设计新

的拖延干预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其中, 认

知机制的研究成果能够帮助设计基于自我控制策

略的行为训练方案, 而神经基础的研究成果能够

为神经刺激及神经反馈训练等干预手段提供更精

确和个性化的作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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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neural substrates enabling self-control  
to reduce the decision to procrastinate 

ZHANG Shunmin, LI Keqi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Procrastination frequently hinders individual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from completing 

tasks as planned, harming work efficiency,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edical treatments. Self-control is 

the primary approach that allows people to overcome procrastination independently but is a relatively 

limited cognitive resource. Hence, if researchers have clarified how self-control successfully inhibits 

procrastination, people could utilize self-control more efficiently. However, most researchers only 

investigate correlations among self-control, procrastination, and neural measur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cognitive models and procrastination paradigms for neuroimaging studies. The temporal 

decision model proposed by the author has revealed how people decide to procrastinat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study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developing procrastination paradigms for 

neuroimaging studies. Based on the temporal decision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1)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with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ies, and identify practical ways for 

self-control to reduce the decision to procrastinate; (2) develop a procrastination paradigm for neuroimaging 

studies, and investigate the neural substrates enabling self-control to reduce the decision to procrastinate 

with multimodal MRI; (3) test whether stimulation over self-control brain regions could reduce the decision 

to procrastinate and its implicated mechanism. This work is likely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and new approaches for reducing 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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